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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将企业研发行为分为“是否研发”和“投入多少”两个阶段，就政府补贴对不同所有

制企业研发决策的影响进行研究． 理论方面，构建企业研发决策的两阶段模型，讨论了补贴对

企业研发投资的作用机制． 实证方面，以中国工业企业为对象，选择 Heckman 两步法和 2SLS
分别处理了样本选择性偏误及变量间的内生性问题，对来自国有、私营和外资企业的分类样本

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 在不同的所有权性质下，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资的作用存在一定差

别，国有企业面对优惠政策的倾斜和需要担负的社会责任，从事技术创新活动的概率较高，但

由于特殊的产权关系和预算软约束等原因，缺乏扩大研发投入的动力; 对于治理机制完善的外

资企业和处于市场竞争弱势地位的私营企业而言，政府补贴的研发激励效果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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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研发投资是提高技术创新能力的根本途径，

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增强企业竞争力具有至

关重要的作用． 尽管中国研发投资保持着快速增

长的势头，但是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微观企业，由

于长期受到微利化经营模式和外部市场环境的约

束，开展研发活动的企业比例仍然较小，平均研发

投资力度明显不足． 以 2011 年为例，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中有 Ｒ＆D 活动的所占比重仅为 11． 5%，

平均 Ｒ＆D 强度只有 0． 71%②，即便是中国 500 强

企业，研发强度超过 5%的也就只有 11 家③． 应该

说，企业研发活动参与度低，研发投资强度弱，已

经成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过程中需要突

破的主要障碍．
针对企业技术创新动力不足的问题，中央和

地方政府在政策上给予了大力扶持，采用财政拨

款、财政贴息、税收返还优惠等方式予以补贴． 从

补贴的领域来看，目前仍主要集中于工业部门，如

电子及通信设备、航空航天等高技术产业，对农业

和服务业的补贴力度较弱． 从补贴的对象来看，虽

然近年来各级政府出台了不少扶持中小企业的政

策措施，门槛设置也有所降低，但仍需要企业自行

申报和相关部门推荐，因各地区政策和推荐标准

不一致，加之中小企业获取利用政策信息的能力

不足，结果是政府补贴难以普遍惠及中小企业，依

然以大型工业企业为主． 从补贴的倾向上看，在大

型工业企业内部，政府通常会为国有企业提供减

税或各种类型补贴，且补贴力度较大，远高于其他

所有权性质的企业． 以 2010 年为例，各级政府对

13 535 家国企共补贴 151． 48 亿元，意味着占大型

①

②

③

收稿日期: 2014 － 08 － 22; 修订日期: 2017 － 01 － 16．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重大项目 ( 15ZDA025 ) ; 国 家 社 科 基 金 资 助 面 上 项 目 ( 16BGL021 ) ; 教 育 部 人 文 社 科 基 金 资 助 项 目

( 13YJC790127) ; 辽宁省教育厅高等学校科研计划资助项目( ZX20150532) ．
作者简介: 孙晓华( 1978—) ，男，辽宁抚顺人，博士，教授． Email: sxh_dut@ sina． com
数据来自于国家统计局 2012 年《中国统计年鉴》，Ｒ＆D 强度等于研发经费支出与主营业务收入之比．
资料来自于中国企业联合会和中国企业家协会举办的“2012 中国企业 500 强发布会暨中国大企业高峰会”．



工业企业总数 2． 9%的国有企业享受到全部补贴

的 13． 4%④，平均每家国企获得补贴 111． 92 万

元，远高于同期外资和私营企业的平均补贴额度

24． 3 万和 8． 5 万元．
根据新增长理论，鼓励企业研发投资的政府

补贴行为，源于技术创新外部性及其造成的市场

失灵问题，即知识溢出效应使得研发投资者无法

独占研发成果的全部收益，削弱了微观个体的研

发积极性，进而导致研发投入低于社会最优水平．
因此，理论上政府补贴是可行的，可以提升企业技

术创新的动力，产生研发激励效应． 然而，现实中

政府补贴的实施效果不仅取决于补贴的力度、方
式和手段［1］，还与作为补贴对象的企业性质密切

相关，国有企业的产权性质导致其存在严重的委

托代理及预算约束问题［2］，管理者行为决策具有

短期化特征，提高研发投资的激励较弱［3］． 外资

和私营企业在治理结构和决策机制等方面明显不

同，使得研发投资决策和创新效率存在着较大差

异［4］． 那么，就中国工业企业而言，政府每年实施

的巨额财政补贴对企业研发决策产生了何种影响

呢? 是否提升了企业研发活动的参与程度，并且

增加了研发投资力度呢? 在不同所有权性质的企

业中，政府补贴的研发激励作用存在明显差异吗?

本文将通过模型构建和实证检验对上述问题展开

讨论，以期为中国企业技术创新行为进行更为深

入的理论解释和经验分析，为政府补贴政策的实

践效果和着力点调整提供更为可靠的依据．
除了知识溢出的外部性，研发活动还具有高

投入、高风险和回报周期长等特征，导致企业普遍

缺乏研发投资的积极性． 创新激励的方式优化与

选择是目前研究中讨论的焦点［5］． 作为事前激励

的主要方式，政府补贴被认为是调节和改善企业

研发动力不足问题的有效政策工具． 然而，关于政

府补贴的实施效果，学者们的观点存在明显分歧．
一方面，大量研究证实了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活

动的促进作用［6 － 7］，政府补贴意味着以较低成本

获得经营资金［8］，有利于缓解企业面临的资本约

束［9］，弥补外部性带来的投资回报缺失，从而增

强企业研发动力［10］． 有研究发现，对于中小规模

企业，尤其是开展国际合作、发展相对稳定企业给

予补贴，不仅能够提高企业的研发投资而且提高

了创新产出［11］． 另一方面，部分学者分析了政府

补贴实施过程中的无效率问题，主要根源在于企

业在获得政府补贴之后将其用于研发之外的投资

项目以获得更高利润，或者将政府补贴作为企业

研发资金的替代物，产生了挤出效应［12］． 在这种

情况下，政府补贴就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且当补

贴额度较高时，由于会降低企业的风险承担水

平［13］，对 企 业 自 身 研 发 的 挤 占 作 用 会 更 为 明

显［14 － 15］． 另外，地区治理环境［16］和市场环境［17］

也会影响补贴对企业研发的作用效果．
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差异

性，这可能来自于技术创新类型的不同，也可能来

自于所有制属性的不同． 从类型上说，企业技术创

新包括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

新三种，其中后两种属于二次创新． 只有当政策制

定者了解企业创新的真实类型时，研发补贴才能

够有效提高企业自主创新投入水平; 当政府与企

业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时，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

的影响效果将受到影响［18］，如果企业通过释放进

行原始创新的虚假信号获取政府补贴，会严重削

弱政府补贴的激励效应［19］． 也有学者认为政府补

贴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带来了抑制效应，由于补

贴降低了生产成本进而导致市场低价格竞争，企

业发展以依赖于补贴的低产品利润模式发展，缺

失对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内生动力［20］． 针对不同

所有制企业的政府补贴，其激励效果的差异性源

自补贴的倾向和企业自身的治理效率． 一般地，政

府更愿意补贴市场竞争中处于竞争劣势和生产率

较低 的 企 业，如 国 有 企 业 或 国 有 控 股 小 企

业［21 － 22］，对外资企业的直接补贴较少． 即使在相

同的补贴强度下，不同所有制企业的管理水平和

效率差异也会导致迥异的研发激励效果［9］． 相比

国有企业，政府补贴对民营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

作用更大，另外所有制对政府补贴和企业创新绩

效的调节作用还依赖于要素市场的扭曲程度［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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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根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2010) 的统计分析结果，2010 年全部 462 725 家大型工业企业的补贴总额高达 1 129． 92 亿元．



综观国内外文献，尽管学者们就政府补贴对

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进行了大量讨论，来自不同

国家数据的经验分析也得到了十分丰富的研究结

论，但多数学者将企业研发投资行为看作既定的

前提，忽略了部分企业不进行技术创新活动的现

实，缺少政府补贴影响企业研发决策理论机制的

更为深入的剖析，实证检验所得的结论也并不十

分可靠，无法全面地窥探政府补贴的研发激励效

果，也就不能从本质上揭示政府补贴低效率的根

源所在． 实际上，企业研发决策包括两个阶段: 第

一阶段，考虑是否从事研发活动，即“是否研发”，

限于企业经营状况和外部环境的差别，只有一部

分企业会选择研发投资; 第二阶段，对于选择研发

的企业而言，还要确定究竟投入多少资金用于技

术创新，即“投资多少”． 正是由于企业研发决策

过程存在两阶段，需要把这种特殊性充分纳入到

政府补贴作用的研究中，既要考察补贴能否提高

企业开展研发活动的概率，又要探讨补贴对研发

投资强度的确切作用，否则会降低对现实企业研

发决策的解释程度．

1 政府补贴影响企业研发的两阶段

模型

基于 Gonzalez［24］的研究思路，构建政府补贴

影响企业 Ｒ＆D 决策的两阶段模型，以从理论上探

讨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机制．
1． 1 模型假设

假设 1 行业内有 N 家企业，每家企业生产

具有差异化的产品，产量分别为 qi ( i = 1，2，…，

N) ，对 应 的 产 品 质 量 为 si，消 费 者 的 效 用 函

数为［25］

U( q，s) = ［∑
N

i = 1
( qi sδi ) ρ］

1
ρ ( 1)

其中 q = ( q1，…，qN ) ，s = ( s1，…，sN ) ，0 ＜ ρ ＜ 1，

δ 是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敏感系数，δ ＞ 0 ． 消费

者在支出水平 Y 的约束下，由消费者效用最大

化，可得企业 i 的市场需求函数为

qi ( p，s) = yp－η
i sεi ( 2)

其中 p = ( p1，…，pN ) ，pi 为 i 企业产品的价格; η

是消费者的需求价格弹性，η = 1
1 － ρ

; ε是消费者

需求质量弹性，ε = δ( η － 1) ． y 为消费者可以购

买的产品总量，可以表示为

y = Y
p ( 3)

式中，消费者用于购买该行业产品具有的固定可

支配收入 Y，p 为调整质量因素后的总体价格指

数，p = ∑
N

i = 1
(
pi

sδi
)
1－η

．

由于产品质量与需求量正相关，所以有
qi
si

＞ 0;

同时，质量对于消费量的作用边际递减，有
2qi
s2i
≤ 0，

因此 δ≤ 1
η － 1 ．

假设 2 行业中的企业数目众多，单一企业

对于产品的价格和质量决策不会影响总体价格指

数的变化． 每家企业所能感受到的需求价格和质

量弹性均为 η 和 ε ．
为了提升自身产品质量，企业会选择进行独

立的技术创新活动，为简化模型，假设企业之间不

存在技术溢出效应． 那么，企业研发投资额 x 只对

本企业产品的质量具有提升作用． 研发投资存在

门槛效应，即当企业的研发投入低于门槛值 x，对

产品质量的提高没有效果，产品质量与无研发时

相同( s0 ) ; 当研发投资高于门槛 x 时，产品质量得

以增进，研发投资额对质量的作用符合边际报酬

递减规律． 二者的函数关系如下

s( xi ) =
xθ if 0 ≤ xi ≤ x

xθi if xi ≥
{ x

( 4)

其中 θ 为研发投入的质量弹性，反映企业的研发

能力，θ ＜ 1 ．
假设 3 企业的生产成本为 c ，研发投入为

xi，对于微观企业来说，生产经营决策须满足利润

最大化的条件，即

max
pi，xi

πi = ( pi － c) qi［pi，s( xi) ］－ xi ( 5)

假设 4 为了增强企业竞争力，政府对企业

实施补贴． 补贴的目的是降低生产成本、激励研发

投资，企业将部分补贴用于生产、部分补贴用于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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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活动． 那么，政府补贴产生了两种效应: 成本降

低效应，企业的生产成本变为 αc，0 ＜ α ≤ 1; 研

发激励效应，补贴后企业研发总投入为 x'
i，其中自

身投资额为 βx'
i
⑤ ，0≤ β≤ 1 ． 此时，利润最大化

的条件为

max
pi，xi

πi = ( pi － αc) qi［pi，s( xi) ］－ βx'
i ( 6)

理性企业将根据公式 ( 6 ) ⑥确定在有政府补

贴⑦情况下最优的产品价格 p*i 和研发投资额 x*i ;

当然，企业也可以选择不开展研发活动，即研发投

资 x*i = 0． 综合在一起，企业将确定最优价格和

研发 投 入 组 合 ( pe
i ，x

e
i ) ，以 获 得 整 体 利 益 最 大

化，即

πi ( p
e
i ，x

e
i ) =max{ πi ( p

*
i ，x*i ) ，πi ( p＊＊i ，0) }

( 7)

其中 p＊＊i 是企业无研发投入时确定的产品最优

价格．
1． 2 第一阶段决策模型:“是否研发”

当企业从事研发带来的收益大于无研发活

动，即 πi ( p
*
i ，x*i ) ＞ πi ( p＊＊i ，0) 时，企业会选择

研发． 对公式( 6) 中 pi 和 x'
i 分别求导，可得最优价

格和最优研发投入

p*i = ηαc
η － 1 ( 8)

x*i = ( θε
ηγβ

)
1

1－θε
x
_

( 9)

其中 γ = x
_

p*i qi ( p
*
i ，s0 )

，为研发投入门槛与最优

价格和 标 准 质 量 时 的 销 售 收 入 之 比，此 时 有

p*i = p＊＊i ，将 p*i 代入式( 5) ，根据 Dorfman-Steiner
条件，可得

xθε－1i = η － 1
cθεyp －η ( 10)

将式( 10) 代入，可得

πi ( p
*
i ，x'

i ) = ( 1 － θε
η

) yp*i
－η+1xθεi ( 11)

πi ( p＊＊i ，0) = 1
η
yp*i

－η+1 xθε ( 12)

根据 式 ( 11) 和 式 ( 12) 可 知，当 x＊＊i =

x
_

( 1 － θε)
1
θε

时，企业投入研发活动获得的收益与

无研发活动时相同． 因此，企业选择研发必须满足

x*i ＞ x＊＊，转换为以下条件

1
ηγβ

＞ ( θε) －1 ( 1 － θε) －1－θεθε ( 13)

由公式( 13) ，当不存在政府补贴时，β = 1; 只

要政府实施了补贴，β ＜ 1 ，即企业研发成本得以

降低，左式大于右式的概率增加，因此政府补贴会

增加企业开展研发活动的概率．
其他变量方面，企业从事研发行为的概率与

门槛值 x－ 负相关( 与 γ 负相关，γ 与 x－ 正相关) ，门

槛越高，从事研发的可能性越小; 与研发能力 θ 正

相关，技术创新能力越强，越可能从事研发; 与市

场势力( 即勒纳指数) 1
η 正相关，与产品的需求

质量弹性 ε 正相关．
1． 3 第二阶段决策模型:“投入多少”

当企业选择开展研发活动后，会确定最优的

研发投入，那么也可以进一步推算出企业的最优

研发强度( 即研发投入与销售收入的比值)

Ｒ*
i =

x*i
p*i q

*
i

( 14)

由公式( 2) ，可得

q* = yp* －ηx* θε
i ( 15)

将式( 8) 、式( 9) 和式( 15 ) 代入式( 14 ) ，结合

Dorfman-Steiner 条件的结果式 ( 10 ) ，可得企业的

最优研发强度为

Ｒ*
i = θε

βη
( 16)

可以看出，当企业从事研发活动后，最优的研

发强度与政府补贴密切相关: 补贴力度越大，系数

β 越小，企业研发强度就越大． 同时，企业研发能

力 θ、市场势力
1
η 和产品的需求质量弹性 ε 对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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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⑦

βx'i 并不一定小于无补贴时的企业研发投入 xi ．

企业的利润函数还包括企业获得的补贴款 S，用于研发的部分为 ( 1 － β) x'i ，还有另外一部分用于生产，体现在边际成本的变化，补贴 S

与这两部分投入能够抵消，因此公式( 6) 中没有补贴项．
部分文献专门讨论了定向的研发补贴，即企业必须将政府补贴全部用于研发投资． 本文讨论的则是政府补贴的一般情形，企业既可以

将补贴用于生产，也可以将其用于研发投资． 实际上，当企业将所有补贴都用于研发时，就与定向补贴一致．



发强度具有正向作用．
需要说明的是，根据公式( 13) 和式( 16) 得到

的研发投资决定因素中，市场势力
1
η
、产品的需

求质量弹性 ε 与行业属性密切相关，企业研发能

力 θ 和门槛值 x－ 则取决于企业个体特征，如企业

规模、盈利能力、财务状况和经营年限等，而所有

权性质是其中需要特殊考虑的一个核心要素．
因此，综合政府补贴影响企业研发决策的两

阶段模型，可得到如下理论假说:

理论假说 1 政府补贴对企业“是否研发”和

“投入多少”的决策均会产生影响，有利于提高企

业的研发概率和投入强度．
理论假说 2 除了行业属性和一般性企业特

征外，所有权性质决定着 Ｒ＆D 投资决策，进而导

致政府补贴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研发激励效果具

有显著性差异．

2 实证研究设计

2． 1 计量经济模型构建

选择 Heckman 两步法实证检验政府补贴对

于企业研发两阶段决策的具体影响． 根据前面理

论模型的推导，政府补贴是本文要考察的重点变

量，所有权性质、行业属性和企业特征对企业研发

决策也会产生影响，据此构建企业研发决策的两

阶段计量模型:

具体地，公式( 17) 为第一阶段的选择方程，rd
表示是否研发的虚拟变量，P 表示企业研发的概率;

公式( 18) 为第二阶段的回归方程，rdd 表示企业研

发投入强度，即企业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
P( rd = 1) = Φ( β11s + β12lnsize + β13pro +

β14dar + β15age + β16∑own +

β17∑ ind) ( 17)

rdd = α + ( β21ss + β22lnsize + β23pro +

β24dar+β25age+β26∑own+β27∑ ind) +

γ( X'
1 β
^
1)

Φ( X'
1 β
^
1)

+ ε ( 18)

解释变量方面，第一阶段政府是否补贴会影

响企业“是否研发”，因此 s 为虚拟变量，若政府给

予企业补贴则 s = 1，否则 s = 0; 在第二阶段中，

企业研发投入的多少会受到政府实际补贴额度的

影响，所以 ss为补贴强度，即政府补贴额占企业销

售收入的比重． 此外，两个方程中均加入所有制虚

拟∑own，企业规模 size，盈利能力 pro，债务状况

dar，经营年限 age，以及行业虚拟∑ ind 作为控制

变量，以反映所有权性质、企业个体特征与行业特

征对企业研发决策的影响．
2． 2 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本文要考察的核心变量是企业研发投入，而

微观企业层面的数据较少． 目前，《中国工业企业

数据库》只有 2005 年 ～ 2007 年存在研发投入的

数据，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完整性，本文的数据

来源于 2007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首先，对样本数据进行筛选和处理，以避免因

为数据库中原始数据的人为统计偏误影响本文分

析和检验的结果． 按照学者们的通常做法［26］，删

除满足以下任意一个条件的观测值: 1 ) 职工人数

少于 8 人; 2 ) 企业的状态是非正常营业; 3 ) 变量

存在缺省值; 4) 存在不合理的数值( 如销售收入、
研发投入、政府补贴为负值等) ． 经过上述条件的

筛选，得到用于实证研究的 331 713 个样本，分布

在 39 个工业大类行业中⑧．
控制变量方面，根据理论模型分析的结果，参照

现有相关研究［27 －28］的有益成果，具体衡量指标选择

如下: 以企业总资产表示企业规模( size ) ，并且取对

数 lnsize ; 以利润率( 总利润与销售收入之比) 反映

企业的盈利能力( pro ) ; 采用资产负债率表示企业

的债务情况( dar ) ; 以当年年份减去企业成立时间

衡量企业经营年限( age ) ; 对于企业性质，以其他类

型企业为参照，设置国有、私营和外资三个虚拟变

量; 行业属性变量，以行业代码 06 的采矿业为参照，

生成其他行业的 38 个虚拟变量．

3 来自中国工业企业总体的实证检验

3． 1 总体样本的回归结果及分析

为了考察中国工业企业的整体状况，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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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 GB /T 4754 － 2011) 》，39 个行业是两位码属于 6 － 11、13 － 37、39 － 46 的大类部门．



Heckman 两步法对全部样本数据进行拟合，同时

以 OLS 回归进行比照，得到表 1 所示的结果． 模

型 1 中，使用全部样本数据和有研发企业样本的

OLS 回归结果在变量系数的符号及其显著性方面

均存在明显的差异，包括企业规模的系数符号发

生了逆转、资产负债率和企业所有制中外资、国有

的虚拟变量在全样本拟合结果中在 5% 的水平上

显著，而在有研发样本的结果中均变得不显著; 以

上均反映出样本可能存在选择性偏误问题． 模型

2 中，Hekit 模型的逆 Mills 率在 1% 水平上显著，

说明样本的选择性偏误问题的确存在，下面重点

对 Heckman 两步法的回归结果进行说明和分析．
纠正了选择性偏误后，在 Heckman 两步法的

选择方程中，补贴虚拟变量的系数在 1% 的水平

上显著为正，意味着政府补贴能够增加企业开展

研发活动的概率; 投资方程中，补贴强度的系数同

样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政府补贴力度

越大，企业研发强度就越高． 也就是说，政府补贴

对于工业企业的两阶段研发投资均起到了积极的

促进作用．
表 1 总体样本的 OLS 和 Heckman 两步法回归结果

Table 1 The regression results of OLS and Heckman two-step with the whole sample

解释变量
模型 1 OLS 模型 2 Heckman 两步法

全部样本 Ｒ＆D 投资 ＞ 0 样本 选择方程 投资方程

补贴强度
0． 320 0＊＊＊

( 54． 99)

1． 503 8＊＊＊

( 39． 51)

1． 530 9＊＊＊

( 39． 67)

补贴虚拟
0． 386 4＊＊＊

( 46． 10)

企业规模
0． 000 7＊＊＊

( 5． 17)

－ 0． 003 1＊＊＊

( － 2． 74)

0． 290 1＊＊＊

( 117． 51)

0． 010 2＊＊＊

( 3． 21)

利润率
－ 0． 011 6＊＊＊

( － 233． 81)

－ 0． 012 4＊＊＊

( － 80． 98)

－ 0． 001 0

( － 1． 39)

－ 0． 012 5＊＊＊

( － 80． 21)

资产负债率
－ 0． 001 9＊＊＊

( － 3． 20)

0． 002 6

( 0． 42)

－ 0． 194 9＊＊＊

( － 16． 80)

－ 0． 005 2

( － 0． 79)

企业年龄
－ 8． 86e － 06

( － 0． 40)

－ 0． 000 1

( － 0． 68)

0． 006 5＊＊＊

( 18． 15)

0． 000 1

( 0． 79)

外资虚拟
－ 0． 001 9＊＊＊

( － 3． 34)

－ 0． 004 9

( － 1． 06)

－ 0． 202 0＊＊＊

( － 21． 00)

－ 0． 013 8＊＊＊

( － 2． 73)

国有虚拟
－ 0． 003 1＊＊

( － 2． 47)

－ 0． 012 9

( － 1． 45)

0． 079 8＊＊＊

( 3． 93)

－ 0． 009 4

( － 1． 05)

私营虚拟
－ 0． 000 8*

( － 1． 73)

－ 0． 007 7*

( － 1． 81)

－ 0． 022 9＊＊＊

( － 2． 81)

－ 0． 008 6＊＊

( － 2． 03)

行业虚拟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
－ 0． 004 6＊＊

( － 2． 41)

0． 059 0＊＊

( 2． 45)

－ 4． 984 0＊＊＊

( － 116． 71)

－ 0． 206 8＊＊＊

( － 3． 22)

Ｒ2 0． 149 4 0． 190 5 逆 Mills 率
0． 563 8＊＊＊

( 4． 47)

注: ＊＊＊、＊＊、* 分别代表参数估计值在 1%、5%、10% 水平上显著．

在控制了行业属性的作用之后，所有权性质

对企业研发决策的影响较为明显． 选择方程中，国

有企业虚拟变量显著为正，外资和私营虚拟显著

为负，说明国有企业更愿意进行研发活动，而外资

和私营企业从事研发活动的动力较弱． 投资方程

中，国有企业性质的系数不显著，外资和私营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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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仍然在 5%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这反映出国有

企业由于容易得到补贴项目资助而更愿意开展研

发活动，而一旦进行研发，其投资多少不再取决于

补贴力度; 外资企业由于掌握核心技术，其研发活

动多在母国进行，东道国只是作为制造中心; 私营

企业的规模普遍较小，对高风险、高成本的技术创

新活动存在一定的惰性． 后面，将对国有、外资和

私营企业进行分组回归，以进一步考察所有权性

质对两阶段研发决策的影响．
利润率的系数在选择方程中不显著，表明企

业是否研发的决策与盈利能力关系不大，在投资

方程中显著为负，利润水平越高，研发投资强度越

弱，与理论预期不符． 通过对样本的分析发现，国

有和外资企业的研发强度较大，但利润率却普遍

较低，正是国有和外资企业样本的特殊性导致有

悖预期结果的出现⑨． 企业规模的系数在两个方

程中均显著为正，意味着企业规模越大，越倾向于

从事研发活动并提高研发投资强度． 资产负债率

对是否研发的决策有显著的负效应，表明不良的

财务状况会增加企业经营风险，不利于进行技术

创新的现实． 企业年龄的系数在选择方程中显著

为正，即随着企业成立时间的延长，所积累的生产

和运营经验更为丰富，促进企业从事有利于提高

竞争力的研发行为． 但在投资方程中，资产负债率

和企业年龄均不显著，显示出企业一旦决定研发，

投入多少不会受到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年限的

影响．
3． 2 内生性分析和处理

在补贴影响研发决策的回归过程中，可能存

在研发企业更容易获得政府补贴的倾向，即企业

研发与政府补贴相互作用的内生性问题，直接使

用 OLS 或 Heckman 两步法回归会导致估计的有

偏和不一致． 为了检验补贴与研发决策的内生性

问题是否存在，保证检验结果更加稳健和可靠，我

们将采用工具变量法对内生性问题进行处理． 根

据学者们的一般做法，选择政府补贴强度的滞后

一期作为补贴的工具变量，如果补贴的滞后一期

与企业当期的其他特征值等变量无关，工具变量

的选取是较为合理的． 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方法

( 2sls) 分别对总体样本和有研发企业的样本进行

回归，结果见表 2 中的模型 3． 从检验结果来看，

全体样本和子样本的 2sls 第一阶段回归中，“补

贴强度滞后一期”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证明

所选择工具变量是有效的． 2sls 回归均经过沃尔

德检验，拒绝“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 经过豪斯

曼检验，p = 0，拒绝“所有解释变量均为外生”的

原假 设，意 味 着 2sls 的 回 归 结 果 比 OLS 更 加

可信．
参考杨汝岱等［29］的选择，如果同时考虑到样

本的选择性偏误和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

题，可以采用 2sls 和 Heckman 模型相结合的方

法: 根据两阶段最小二乘的第一阶段回归结果得

到补贴强度的预测值，然后将预测的补贴强度代

替真实值进行 Heckman 两步法回归，得到表 2 中

模型 4 的拟合结果． 可以发现，2sls + Heckman 模

型的逆 Mills 率在 1% 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

说明样本存在选择性偏误问题．
从拟合结果来看，除了企业规模变量出现了

系数符号的变化外，利润率、资产负债率和企业年

龄等控制变量的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与模型 2 基

本是一致的，不再赘述． 本文所要重点考察的变

量，补贴虚拟和补贴强度仍然在 1% 的显著性水

平上为正，验证了政府补贴能够增加企业研发参

与率和增加研发投资的现实． 所有权性质方面，外

资和私营所有权性质的系数显著为负，国有企业

性质在选择与投资方程中均不显著，有关所有权

性质在企业研发决策上的差别，还需剔除其他类

型的企业进行分组回归，以得到更为确凿的结论．
经过对样本选择偏误和内生性问题的处理，

实证结果显示，对于中国工业企业总体而言，政府

补贴不仅能够促进企业开展研发活动，而且有利

于提高研发投资强度瑏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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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瑏瑠

后文中，将通过国有、外资和私营企业的分组回归对此加以解释．
为了保证实证分析的可靠性，分别基于 2005 和 2006 年数据得到了稳健的结果． 限于篇幅，具体结果没有在文中列出，若读者感兴趣可

以发邮件与作者联系．



表 2 总体样本的内生性处理回归结果

Table 2 The regression results of endogenous dealt with the whole sample

解释变量
模型 3 2sls 模型 4 2sls + Heckman

全样本 Ｒd ＞ 0 样本 选择方程 投资方程

补贴强度
0． 084 9＊＊＊

( 4． 20)

0． 382 1＊＊＊

( 3． 31)

0． 367 4＊＊＊

( 3． 12)

补贴虚拟
0． 404 5＊＊＊

( 46． 30)

企业规模
0． 001 0＊＊＊

( 5． 69)

－ 0． 002 2*

( － 1． 70)

0． 311 7＊＊＊

( 118． 84)

－ 0． 005 3

( － 1． 43)

利润率
－ 0． 012 2＊＊＊

( － 215． 81)

－ 0． 012 5＊＊＊

( － 75． 23)

－ 0． 001 1

( － 1． 50)

－ 0． 012 4＊＊＊

( － 74． 32)

资产负债率
－ 0． 004 0＊＊＊

( － 5． 18)

－ 0． 023 7＊＊＊

( － 3． 11)

－ 0． 182 6＊＊＊

( － 14． 68)

－ 0． 022 2＊＊＊

( － 2． 81)

企业年龄
－ 4． 14e － 06

( － 0． 15)

－ 0． 000 1

( － 0． 47)

0． 010 3＊＊＊

( 28． 02)

－ 0． 000 2

( － 0． 81)

外资虚拟
－ 0． 003 0＊＊＊

( － 4． 20)

－ 0． 009 8*

( － 1． 83)

－ 0． 189 4＊＊＊

( － 18． 66)

－ 0． 008 0

( － 1． 39)

国有虚拟
－ 0． 000 9

( － 0． 62)

－ 0． 003 7

( － 0． 36)

0． 015 3

( 0． 72)

－ 0． 003 9

( － 0． 38)

私营虚拟
－ 0． 001 4＊＊

( － 2． 44)

－ 0． 009 8＊＊

( － 1． 99)

－ 0． 015 6*

( － 1． 80)

－ 0． 009 7*

( － 1． 95)

行业虚拟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
－ 0． 005 6＊＊

( 0． 021)

0． 066 8＊＊

( 2． 35)

－ 5． 400 0＊＊＊

( － 0． 88)

0． 127 0*

( 1． 72)

Ｒ2 0． 157 6 0． 174 2 逆 Mills 率
－ 0． 012＊＊＊

( － 2． 88)

注: ＊＊＊、＊＊、* 分别代表参数估计值在 1%、5%、10% 水平上显著．

4 按所有权性质分组的实证检验及

分析

4． 1 分所有权性质回归及稳健性检验

鉴于国有、外资和私营企业在治理结构、决策

机制和运营效率等方面存在的显著差别，也参照

学者们研究企业性质时的一般分类方法［30］，在工

业企业总体中剔除其他类型企业瑏瑡，选择国有、外
资和私营企业作为不同所有权性质的代表，形成

三组样本． 同样，对可能存在的样本选择性偏误和

内生性问题采用 2sls + Heckman 方法予以处理，

得到表 3 的拟合结果． 总的来看，不同所有权性质

企业的逆 Mills 率均在 5% 的水平上显著，说明选

择性偏误仍然较为明显． 然而在不同分组拟合中，

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出现了

较大的变化．
在三种所有权性质的企业组别中，补贴虚拟

对研发第一阶段决策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与

总体样本结果一致瑏瑢． 第二阶段投资方程中，政府

补贴力度对国有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不显著，对

外资和私营企业研发强度均存在显著的正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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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瑡

瑏瑢

参照邵敏和包群( 2011) 的方法，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港澳台商投资( 代码 210、220、230、240) 和外商投资企业( 310、320、330、340 )

合并作为“外资企业”． 除了国有( 代码 110 ) 、外资和私营 ( 170 － 175 ) 企业外，登记注册类型还包括内资中的集体 ( 120 ) 、股份合作

( 130) 、联营( 140) 、有限责任( 150) 、股份有限( 160) 等． 比较而言，国有、外资和私营能够体现更为鲜明的所有权特征．
由于选择方程采用 Probit 回归，变量的估计系数只有正负号是有意义的，若要比较大小，需通过对各变量的边际效应加以测算，后文将

对此进行说明．



外资企业组补贴力度的估计系数为 3． 091 5，大于

私营企业的 0． 511 6，表明在等量的政府补贴力度

下，外资企业的研发激励效应表现得最为明显，私

营企业次之，国有企业的反应十分微弱．
为进一步测算选择方程中变量的偏效应，我

们进行了单独 Probit 回归，三个组别方程的拟合

程度 ( 即对研发投入概率的预测 概 率 ) 均 超 过

85%，各解释变量的偏效应如表 4 所示． 可以看

出，政府补贴对于三类企业研发活动参与率的边

际效应均显著为正，不同所有权性质下补贴的研

发激励效应存在一定差异，对外资企业的作用最

为明显( 0． 096 9) ，私营企业次之( 0． 067 2) ，国有

企业则相对较小( 0． 059 7) ．
4． 2 对实证结果的进一步分析

政府补贴对外资和私营企业的两阶段研发决

策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只能在一定程度上

提高国有企业研发参与程度，无法有效增加其研

发投资强度，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如下:

第一，从所有权性质的角度讲，国有企业是中

央或地方政府投资或参与控制的企业，其全部资

本或主要股份归国家所有． 正因为全民所有的特

殊属性，国有企业要担负一定的社会责任，更多地

服务于宏观经济政策，担负调节社会经济秩序的

职能，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既有营利性目的，也

有非营利性目的，而从事外部性较强的技术创新

活动就是其中一个重要任务． 另一方面，国有企业

也往往享有国家给予的许多政策性优惠，如信贷

优惠、财政补贴等． 根据工业企业 2007 年数据，国

有企业享受政府补贴的比例( 20． 14% ) 和补贴力

度( 6． 68% ) 远大于工业企业的平均水平( 分别为

12． 2%和 2． 28% ) ． 面对较为优惠的政策补贴，国

有企业必然要组建相应的研发部门，聘用技术人

员开展研发活动，从形式上完成国有企业应该承

担的技术创新责任．
表 3 按所有权性质分组的 2sls +Heckman 回归结果

Table 3 The regression results of 2sls + Heckman with the samples of different ownerships

解释变量
国有企业 外资企业 私营企业

选择方程 投资方程 选择方程 投资方程 选择方程 投资方程

补贴强度
0． 013 1

( 0． 51)

3． 091 5＊＊＊

( 6． 28)

0． 511 6＊＊＊

( 9． 76)

补贴虚拟
0． 266 9＊＊＊

( 6． 08)

0． 485 9＊＊＊

( 27． 85)

0． 451 6＊＊＊

( 32． 41)

企业规模
0． 378 6＊＊＊

( 29． 84)

－ 0． 006 9＊＊

( － 2． 31)

0． 254 7＊＊＊

( 49． 23)

－ 0． 003 4

( － 1． 03)

0． 286 3＊＊＊

( 64． 67)

－ 0． 002 4＊＊＊

( － 3． 08)

利润率
－ 0． 000 02

( － 0． 01)

－ 0． 003 6＊＊＊

( － 19． 41)

0． 144 0＊＊＊

( 4． 81)

－ 0． 451 9＊＊＊

( － 6． 96)

0． 245 1＊＊＊

( 5． 56)

－ 0． 003 3

( － 1． 07)

资产负债率
－ 0． 198 0＊＊＊

( － 4． 15)

－ 0． 014 3＊＊＊

( － 3． 96)

－ 0． 044 7*

( － 1． 70)

－ 0． 081 4＊＊＊

( － 5． 22)

－ 0． 143 8＊＊＊

( － 7． 39)

－ 0． 007 4＊＊＊

( － 4． 27)

企业年龄
0． 004 0＊＊＊

( 4． 04)

－ 0． 000 1＊＊

( － 2． 13)

0． 020 1＊＊＊

( 15． 41)

－ 0． 000 6

( － 1． 41)

0． 013 6＊＊＊

( 19． 74)

－ 0． 000 2＊＊＊

( － 2． 58)

行业虚拟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
－ 5． 982 5＊＊＊

( － 32． 56)

0． 146 6＊＊＊

( 2． 64)

－ 5． 080 2＊＊＊

( － 15． 83)

0． 289 1＊＊

( 2． 39)

－ 5． 195 8＊＊＊

( － 2． 66)

0． 092 7＊＊＊

( 5． 78)

逆 Mills 率
－ 0． 023 4＊＊

( － 2． 12)

－ 0． 039 5＊＊＊

( － 2． 90)

－ 0． 007 3＊＊＊

( － 2． 66)

注: ＊＊＊、＊＊、* 分别代表参数估计值在 1%、5%、10% 水平上显著．

第二，国有企业的产权性质导致其行为具有

短期化特征，存在较为严重的委托代理问题． 如国

有企业的代理人任期通常以五年为限，官员企业

家更加注重短期利益和政治绩效，缺乏领导者应

有的创新意识和勇气，面对前期投入高、风险大、

回报周期长的研发投资，即便在财政补贴的驱动

下启动了创新项目，但在实施过程中也会利用预

算软约束特征，控制研发投资强度，避免以损失短

期业绩为代价为继任者做嫁衣，从而放弃持续研

发投资可能带来的长期经济利益［31］． 虽然经过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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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企业改制等措施，委托代理问题得到一定缓解，

但是创新控制权与创新索取权仍存在不一致［2］．
因此，多数国有企业更关心与政府补贴相关联的

科研项目建立，并不注重后续的研发投入和效率，

使得补贴的激励效果较差．
第三，与国有企业相比，外资企业产权制度更

为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健全，委托代理问题不明

显，具有更高的生产运营和管理效率; 私营企业则

是由自然人投资设立或由自然人控股，以雇佣劳

动为基础的营利性组织，规模相对较小，缺少国有

企业雄厚的资金支持，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技术

创新的动力较强． 因此，对于产权关系明晰的外资

企业而言，在合理的治理机制和监督考核机制下，

经理人的创新控制权和索取权得以统一，政府补

贴的两阶段研发激励效应都十分明显． 而对于生

存压力较大的私营企业，拥有原发型的技术创新

动力，但受到有限的自有资金约束，缺乏研发投资

的能力，如果政府给予一定的补贴优惠，私营企业

不仅会积极开展创新项目立项，还会利用财政资

金不遗余力地增加研发投资强度．

控制变量方面，关于企业规模对“是否研发”
的促进作用，国有企业的系数最大，表明多数国有

企业已经形成了规模经济效应，大规模生产有利

于研发活动开展． 利润率对国有企业“是否研发”
的影响并不显著，外资和私营企业的估计系数均

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国企选择研发决策

不受利润状况的约束，而其他两类企业的利润水

平越高越愿意选择从事研发． 资产负债率越高，表

明经营风险越大，会抑制企业技术创新的倾向． 随

着经营年限的增加，企业积累的经验越多，越有可

能确定创新领域而选择研发投资，但经验性积累

的作用十分有限．
投资方程与选择方程的结果存在一定差异，

如国有和私营企业规模的系数显著为负，与“熊

彼特假说”不一致，说明规模扩大并没有刺激内

资企业依靠技术创新增强市场竞争力． 企业年龄

对国有和私营企业的研发强度同样具有明显负面

作用，体现出本土企业缺乏技术创新的战略眼光

和持续发展后劲，经营年限越长反而会降低研发

投资的动力．
表 4 选择方程 Probit 回归的偏效应

Table 4 The partial effect of Probit regression in the selection equation

解释变量 国有企业 外资企业 私营企业

补贴虚拟
0． 059 7＊＊＊

( 6． 45)

0． 096 9＊＊＊

( 22． 81)

0． 067 2＊＊＊

( 26． 08)

企业规模
0． 064 4＊＊＊

( 28． 52)

0． 041 2＊＊＊

( 48． 58)

0． 030 1＊＊＊

( 62． 79)

利润率
0． 000 2

( 0． 05)

0． 021 3＊＊＊

( 5． 56)

0． 041 0＊＊＊

( 8． 46)

资产负债率
－ 0． 038 5＊＊＊

( － 4． 69)

－ 0． 004 7

( － 1． 10)

－ 0． 019 2＊＊＊

( － 9． 12)

企业年龄
0． 000 5＊＊＊

( 2． 96)

0． 001 6＊＊＊

( 7． 36)

0． 000 9＊＊＊

( 10． 70)

行业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注: ＊＊＊、＊＊、* 分别代表参数估计值在 1%、5%、10% 水平上显著瑏瑣 ．

瑏瑣 基于 2006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按所有权性质分组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与表 4 较为一致． 限于篇幅，稳健性检验结果没有在文中列

出，若读者感兴趣可以发邮件与作者联系．

在表 4 的投资方程中，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

利润率的系数显著为负，与预期不符，这是需要特

别分析的问题． 从样本情况来看，在 9 454 家国有

企业中，2 769 家亏损，占比 29． 3% ; 在有研发的

1 639家国有企业中，300 家亏损，且有研发企业

的平均利润率为 － 12． 32%，反映出多数国有企业

生产经营状况不佳的事实． 但由于国有企业负有

特殊的社会责任，除了解决就业、维持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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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还承担着技术赶超的任务［32］，因此对国有企

业来说，利润水平或者说是否盈利并不是研发投

资的决定要素． 对于外资企业而言，其进入中国投

资以获得低廉劳动力、开拓产品销售市场为主要

目的，多将中国定位为制造中心，研发投资也主要

为了满足本地化的需要，产生的高额利润会转移

到国外，其利润状况并不影响外资企业研发投资

多少的决策．

5 结束语

政府补贴是解决企业技术创新市场失灵问题

的有效途径，我国各级政府每年给予工业企业几

百亿甚至上千亿的巨额补贴，但其实际激励效果

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解释．
与国内外现有研究相比，本文的进展主要包

括三个方面． 第一，明确将企业研发行为分为“是

否研发”和“投入多少”两个阶段，考察政府补贴

对企业研发决策的影响; 第二，在 Gonzalez 模型基

础上引入政府补贴变量，从理论上探讨政府补贴

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具体作用机制; 第三，在实证检

验过程中，按照国有、私营和外资企业加以分组，

重点考察了政府补贴在不同所有权性质企业中的

差异影响，并且选择 Heckman 两步法和工具变量

法分别处理了样本选择偏误及变量间的内生性问

题． 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来自中国工业企业总体样

本的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的两阶段决

策均具有正效应，不仅可以增加研发活动的概率，

而且能够提高研发投资的强度; 基于不同所有权

性质企业的分组回归显示，补贴对异质性企业研

发投资的作用存在一定的差别，国有企业面对优

惠政策的倾斜和需要担负的社会责任，倾向于从

事技术创新活动，但在特殊的产权关系和预算软

约束条件下，缺乏扩大研发投入的动力，而对于治

理机制完善的外资企业和处于市场竞争弱势地位的

私营企业而言，政府补贴的研发激励效果更为明显．
上述结论的政策启示为: 第一，鉴于政府补贴

对于企业研发两阶段决策均具有促进作用，应坚

持实施优惠补贴政策以鼓励微观企业开展研发活

动，大力提高中国工业企业的研发投资水平; 第

二，鉴于政府补贴对于不同所有权性质企业研发

决策的差异化影响，应进一步调整政府补贴的方

向，适当降低对规模庞大、资金雄厚的国有企业补

贴力度，向创新动力强、更需要研发资金补充的私

营企业倾斜; 第三，考虑到政府补贴在企业研发决

策的实际过程中未能发挥应有的效果，应加强对

补贴使用过程的监督考核，以新型的手段和措施

代替传统的直接拨款方式． 以瑞典、荷兰、瑞士等

欧洲国家盛行的科技创新券为例，由政府向企业

发放创新券，企业只要在一定的期限内实现既定

的科技创新目标就可以兑现政府奖励，这样既有

利于放大公共政策的创新引导作用，又能够有效

改善财政补贴的使用效率，最大限度地发挥政府

补贴的研发激励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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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 subsidy，ownership，and firms’Ｒ＆D decisions

SUN Xiao-hua，GUO Xu，WANG Yun
Faculty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Dalian 116024，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the firm’s Ｒ＆D decision is separated into two stages: whether to invest and how
much to invest． The influences of government subsidy on Ｒ＆D decisions in firms with different ownership
structures are discussed． Theoretically，a two-stage model of firms’Ｒ＆D decisions is constructed to investi-
gate the mechanism of subsidy on Ｒ＆D investment． Empirically，using the sample data of Chinese industrial
firms，the Heckman two-step method and two-stage least square are used to deal with sample selective bias and
endogeneity respectively． The sub-samples of state-owned，private and foreign firms are also tested separately．
The results show that under different ownership structures，the influences of government subsidy on firms’
Ｒ＆D decisions are different． To undertake social responsibility，the state-owned firms usually have a high
probability of engaging in Ｒ＆D activities under preferential policies． However，because of special property re-
lations and soft budget constraints，the state-owned firms lack incentives to increase Ｒ＆D investments． For the
well-organized foreign firms and less competitive private firms，the incentive effects of government subsidy on
Ｒ＆D are more obvious．
Key words: government subsidy; ownership; Ｒ＆D decision; Heckman two-step method

—53—第 6 期 孙晓华等: 政府补贴、所有权性质与企业研发决策


